
临终抢救，“我”能说了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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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深圳率先立法“生前预嘱”尊重人的死亡尊严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7月6日通报，7月5

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1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29例（广东9例，上海6

例，福建3例，北京2例，重庆2例，

天津1例，浙江1例，山东1例，海

南1例，四川1例，云南1例，陕西1

例），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

确诊病例（广东2例，浙江1例，山

东1例，重庆1例，四川1例）；本土

病例112例（安徽81例，上海9例，

福建8例，北京5例，江苏4例，浙江

2例，山东1例，四川1例，陕西1

例），含4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

确诊病例（安徽34例，福建6例，江

苏2例，浙江2例，山东1例，四川1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7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

4例（内蒙古2例，上海1例，四川1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5620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21例

（无重症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19557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19236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7月5日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724例（其

中重症病例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220226例，累计死亡病例522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6176例，

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追踪到密切

接触者4292786人，尚在医学观察

的密切接触者62254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286例，其中境外输入45例，

本土241例（安徽141例，江苏61

例，上海15例，陕西10例，福建6

例，天津5例，北京1例，广东1例，

四川1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

染者57例，其中境外输入35例，本

土22例（辽宁9例，广西4例，内蒙

古3例，北京2例，上海2例，天津1

例，四川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52例（境外输入6例）；尚在医学观

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951例（境外输

入38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

病例4269602例。其中，香港特别

行政区339514例（出院64356例，死

亡9405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61例

（出院83例，死亡2例），台湾地区

3929627例（出院 13742例，死亡

7128例）。

昨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病例112例
安徽81例 上海9例 福建8例

北京5例 江苏4例 浙江2例

山东1例 四川1例 陕西1例

“我的生
命我做主。”这
个看似朴素、
明了的问题，
在医学和司法
实践中始终是
个难点与痛
点。近日，深
圳市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表决通过
《深圳经济特
区医疗条例》
修订稿，其中
第七十八条在
“临终决定权”
上做出了大胆
突破，规定如
果病人立了预
嘱“不要做无
谓抢救”，医院
要尊重其意
愿，让病人平
静走完最后时
光。由此，深
圳市成为全国
第一个实现生
前预嘱立法的
地区。
一石激起

千层浪。深圳
立法将“临终
决定权”交给
患者本人，法
理与情理会不
会 产 生 冲
突？法规的
落地还会遇到
哪些掣肘？

虽然，将生前预嘱写入立法，可

以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供法律

保护，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往往会碰

到一个悖论，那就是即便患者有生前

预嘱，可当家属意见与患者的预嘱不

一致时，医务人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

因，会照顾到家属的情绪，不能真正

按照患者生前预嘱来处理。出现这

样的矛盾，法律该如何规范？

“深圳这个地方性法规能否在实

践中真正落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还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障碍。只

有这些问题有了细化的解决办法之

后，法规的实施才会真正顺畅。”华东

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余锋说，从法

律层面来看，会碰到生前预嘱的成立

问题、生效问题、变更与撤销问题，以

及违反生前预嘱的法律责任问题。

一份生前预嘱的成立，年龄如何界

定？是成年人，还是包括年满16周岁

的公民？未成年人有没有预嘱权？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与年龄相关的权

利能力问题。尤其是未成年人，他们

的监护人有没有权利代替未成年人

行使预嘱权？

“再从预嘱的形式要件来看，通常

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口头的行

不行，这个必须由法律来规定。对于

‘无谓的抢救’，很多当事人一开始是

没有这种意识的，等到进入临终状态

后才会有这个需要，这时候往往已经

失去了书面写作的能力，仅仅是口头

表达，是否有法律效力？”余锋说，生前

预嘱的生效，一般都是进入临终状态

以后，那又会引出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比如，谁来判断患者是否已经进入了

临终状态，判断的条件、程序是什么？

是以主治医生说的为准，还是需要医

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介入作出最终的

结论？当家属与医疗机构就生前预嘱

的执行与否出现分歧时，怎么解决？

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家属或医

疗机构违反了生前预嘱，该负怎样的

法律责任。比如，医疗机构实施了强

行救治，算不算侵权？还有，当医疗机

构认为当事人的这个生前预嘱是完全

违背医学常识和医学伦理的，从而拒

绝执行预嘱，是不是也属于侵权？要

不要负法律责任？

余锋表示，法律细节问题如果没

有厘清，且没有配套措施提前准备周

密的话，立法的初衷再好，法规也会

因缺乏操作规范而变成“一纸空文”。

本报记者 王蔚

“深圳通过制定地方法规的形

式，确立了‘生前预嘱’的法律地位，

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国内实践积累和

政策‘伏笔’的。”上海大学社会工作

系副教授程明明长期从事安宁疗护

的理论研究，她说，2017年，国家卫

生部门曾在一个月里下发了三个文

件，涉及安宁疗护的基本标准、服务

规范及服务指南等，同时启动了第

一批安宁疗护的试点城市，包括上

海的普陀区、北京的海淀区、吉林的

长春市、河南的洛阳市和四川的德

阳市。2019年又启动了71个安宁

疗护的试点城市。2016年，安宁疗

护事业又成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让人

有尊严地、安详地走完生命的最后

归程。

程明明介绍，“生前预嘱”在我

们国家是个新事物，但在发达国家，

这已经是个通晓的概念，英语叫作

“advanceddirective（预立医嘱）”，

我们国家把它翻译成了“生前预

嘱”。无论是医嘱还是预嘱，都是一

个人在生前意识比较清醒的时候，

对自己的死亡方式做法律的明确，

比如，在已经没有抢救价值的情况

下，是不是还要继续插管、还要不要

使用昂贵的延续生命的药物等。一

旦做出了法律选择，任何人，包括他

的子女、配偶等都不得干预，必须按

立嘱人的真实意愿处理相关问题。

程明明说，为生前预嘱立法的

事首先出现在深圳，这很好理解，一

般来说，在深圳、上海这样的市民整

体文化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

大都市，倡导这种理念、推行这种做

法，相对容易为市民所接受。要知

道，把“临终决定权”“抢救权”交给

患者本人，这与千百年来我国传统

文化中特别强调的“孝道”貌似是有

冲突的。在有的家庭，会以“爱”的

名义，宁愿让家属饱受痛苦，也要努

力延续其生命。有的是“长子说了

算”，只要长子不点头认同，其他人

谁也无权决定已经“生不如死”的父

母是否该有尊严地离世。深圳立了

法，生前预嘱让“死亡尊严”这个概

念有了一个更新——一个人选择以

怎样的方式离开，提前通过法律形

式做了决定，不受其他人的干预，这

也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2017年，79岁的台湾女作家琼瑶

公开发表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

立下尊严死的生前预嘱：不论我生了什

么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

要！在我能做主时让我做主，万一我不

能做主时，照我的叮嘱去做！不把我送

进“加护病房”。不论什么情况下，绝对

不能插“鼻胃管”！因为如果我失去吞

咽的能力，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我不

要那样活着！不论什么情况，不能在我

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尿管、呼

吸管、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

行！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

克膜……这些，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

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地活

着，意义重大！

中国有句骂人的话，叫作“不得好

死”。什么叫“好死”，说得文雅一些就

是“善终”，从子女的角度来说，就是

“孝道”“尽孝”。而善终和孝道首先就

应当包括无痛苦死亡的含义，这就需

要观念的与时俱进。

“我是从事医学教学的，我的爱人

是一家医院ICU病房的医生，所以，我

们都对生命和死亡有着更深一层的认

识。我觉得深圳的这个立法很有意

义，既可以节省医疗资源，也可以让临

终者获得死亡的尊严。但是，怎么让

这个预嘱有效力？这个效力又是通

过什么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

预嘱是通过社会组织还是怎么样的

一个第三方机构去帮助患者订立，到

了最后的时刻又怎么去帮助订立人

落实，这些问题患者心里要弄清楚，

家属更要有知情权。”上海健康医学

院卫生保健部部长陈建萍说，特别是

对于许多小辈来说，眼看着长辈亲人

危在旦夕而不去抢救，可能从心理上

就很难接受。

陈建萍认为，真正尊重老人、关爱

老人，应该体现在日常活着的每一天

里。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去做

气管插管等创伤性的救治，或者做其

他一些仅仅是延续生命的医疗措施，

病人是很痛苦的，还要花费大量的

钱。对于亲属来讲，尽全力抢救往往

更多的是为了求得心里的安宁，可以

缓解一些心理上的焦虑和愧疚，觉得

是为亲人尽心了。因此，深圳立法的

实施，首先是在转变人们对于死亡的

观念，建立起尊重临终患者个人意愿

的人文精神。

此次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

例》修订稿第七十八条规定：收到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

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

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

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

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一）有采

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

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

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

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

表示。

其实，早在深圳将生前预嘱列

入地方性法规之前，国内有关生前

嘱托死亡方式的案例不断涌现，而

且争议也一直不断。比如，为了让

死亡更有尊严，江苏省老年病医院

允许患者先签署“生前预嘱”。退

休教师殷女士在几年前就签署了

生前预嘱，当生命支持只能延长死

亡过程时，她选择放弃心肺复苏、

放弃使用呼吸机、放弃使用胃食

管、放弃输血、放弃使用昂贵抗生

素。殷女士选择签署这份生前预

嘱，与她和老伴的经历有关。一年

多前，老伴肺癌晚期，在家庭会议

上，老伴明确表示不想要进行任何

抢救，最后他平静地走了，没有太

大的痛苦。她说：“我想在能够自

己做主、自己选择的情况下，自己

决定做好最后一件事。”

而在坊间，人们容易将生前预

嘱与长期以来颇具争议的安乐死

混为一谈。那么，两者究竟有没有

区别呢？这也是深圳这次修改地

方法规后留给人们的一个问号。

有人担心，生前预嘱的普遍实行，

会不会导致安乐死的“合法化”。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担忧是没

有真正弄清两者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的差别。安乐死是指无痛杀

死，或者不给予维持患者生命的

措施与行为，涉及主动致死行为，

也可以说是对特定人实施了“加

速死亡”的行为。生前预嘱则是

属于安宁疗护范畴，它既不是使

用药物等方式“加速死亡”，也不是

用各种手段“延缓死亡”，而是充分

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表达，不涉及

主动致死行为，是让患者尽可能地

减少痛苦，从而体面地结束生命。

换句通俗的话说，尊严死不是安乐

死，生前预嘱是让病人决定自己的

“抢救权”。

孝道也要与时俱进地方立法早有“伏笔”

预嘱并不是安乐死 法律问题需要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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